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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年文化史到五千多年文明史，长江流域不仅
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蹒跚起步，更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文
化谱系与社会形态，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支柱。本文从考古学文化进程、社会演进
脉络、文明发展进程途径与方式三个维度，回溯长江流
域波澜壮阔的文明演进历程。

长江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进程

长江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以新石器时代为核
心，时间跨度从距今10000—4000年，中下游地区谱系
最为清晰，上游区域虽有探索但仍需丰富。考古学文化
作为史前无文字时期的重要标识，融合了特定时空范
围内的文化遗存与人工制品特征，成为追溯文明轨迹
的关键线索。

距今约 18000—11000年，是人类文明从狩猎采集
向定居生活过渡的关键阶段。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与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器测年距今约 2万年，
堪称中国最早的陶器。玉蟾岩还发现了最早的水稻，临
澧华垱遗址则出土了距今 13000年前的陶片，印证了
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与制陶技术的重要发源地。

距今约 11000—8000 年，钱塘江上游的上山文化
是这一时期的核心代表，距今 11000—8500 年的上山
文化早期，已具备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特征，出土了加工
稻谷的磨盘磨石、带点状符号的彩陶，也出现了早期墓
葬，还发现了水稻田。比上山文化晚约 1000年的彭头
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出现成熟的定居农业
形态，房子、墓葬、壕沟等设施完备。距今 8000—7000
年，长江流域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革，原有文化逐渐被
纷纷涌现的新文化类型取代。中游的城背溪文化、皂市
下层文化、高庙文化与下游的跨湖桥文化成为主流。中
游地区的文化突破尤为显著，比如皂市聚落体现了人
类从平原向山区河谷地带迁移的趋势，坟山堡聚落则
进入洞庭湖核心湿地；武陵山区的高庙文化以复杂纹
饰的白陶为标志，太阳纹、兽面獠牙纹、凤鸟纹等程式
化纹饰，推测用于特殊仪式。下游跨湖桥文化则见证了
水上交通的发展，出土的独木舟即明证。江西老虎墩遗
址同时发现中游风格的圜底陶器与下游的圈足器，确
立了江西作为长江文化交汇地带的重要地位。距今
7000—6000 年，汤家岗文化、柳林溪文化、马家浜文
化、河姆渡文化各具特色。河姆渡文化的黑陶、灰陶与
中游陶器差异明显，但不少纹饰风格相似，马家浜文化
的陶器形态则多与中游接近。距今 6000—5300年，长
江中游整合为油子岭文化，下游整合为崧泽文化，“油
子岭化”与“崧泽化”标志着长江中下游的频繁交流。

距今 5300年以后，文化格局进一步扩大，中游屈
家岭—石家河文化、下游良渚文化成为核心，中间的
皖江辅以薛家岗文化。上游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距
今约 4500 年）则受到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双重影
响。这一阶段，长江流域文化主动北上，屈家岭文化
影响范围扩展至黄河南岸乃至晋南盆地，良渚文化
则北上主导山东南部部分区域，西进至湘江流域。到
了距今 4300—4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文化
开始强势南下，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下游的钱
山漾文化与广富林文化，均明显受到中原王湾三期文
化、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的影响，长江的中原化趋势进
一步强化。

长江流域史前社会演进

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的演进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经
历了从简单聚落到复杂文明的完整历程。

饭稻羹鱼的生业经济
以稻作农业为主体的生业模式是长江流域社会的

经济基础，从李家岗皇朝墩稻田到茅山稻田，良渚古城
莫角山池中寺出土的20多万公斤炭化稻谷、鸡叫城遗
址 80平方米范围内 2.2万公斤水稻加工残留，证实了
4000多年前长江流域水稻生产已具备统筹规划能力，
类似“公粮”的储备体系初步建立，也暗示靠配给、供养
或交易水稻的非农业人员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

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
社会复杂化的核心标志是聚落形态、社会分层、精

神文化的全面发展。在聚落形态方面，长江流域经历了
“村落—环壕聚落—城壕聚落”的演进路径：城头山古
城（距今6300—6100年）、斗山古城（距今6000年）已具
备完整的城墙与护城河，良渚古城、石家河古城更是具
有多重墙壕布局、明确的功能分区、专门的贵族墓地与
宫殿区、大型水利工程，形成了成熟的王权文明。上游
成都平原的古城则晚于中下游，鱼凫古城、宝墩古城等
仿照中下游筑城技术，融合黄河流域陶器工艺，成为文
明交汇的产物，为三星堆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精神文化方面，图像艺术与祭祀遗存成为其核心
内涵。上山文化彩陶符号、高庙文化白陶的程式化纹
饰，掀起史前第一次艺术浪潮，太阳纹、八角星纹、兽面
獠牙等成为跨区域共享的文化符号。祭祀遗存丰富多

样，石家河印信台的套缸、三房湾巨量红陶杯、陶塑动
物、人偶与彩陶纺轮，下游地区的大量玉礼器，共同构成
了早期信仰体系。凌家滩遗址200多件玉器的墓葬、良
渚反山墓地的奢华玉器，彰显了等级分化的极致，玉器
作为礼器成为权力与信仰的载体。

长江流域史前文明进程的途径与方式

长江上、中、下游因地理环境与文化基础的差异，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发展路径，共同构成了中华文
明的丰富内涵。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发展有起伏、重组，本土传统
融合外来文化，连续发展的谱系和序列比较清晰。核心
途径是以稻作农业为支撑，以血缘家族为社会组织的
基本单位，聚落从村落、环壕聚落到城壕聚落的演变呈
现超稳定特征，部分遗址持续发展数千年。城头山、石
家河古城的防洪排涝设施，鸡叫城的三环水渠系统，体
现了通过公共事务凝聚权力的模式。在发展方式上，中
游社会分化相对温和，军权与神权未完全凌驾于社会
成员之上，战争迹象不明显，古城古国林立，呈现“大分
散、小聚居”的格局，石家河古城虽为权力中心，但与其
他城址可能属于联盟关系，尚未形成一统天下的最高
统治者。本土传统与外来文化的持续融合，使长江中游
文明保持了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是原生文明，作为长江下游
的核心，虽以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为基础，但受外来文
化刺激产生“文化裂变”，属于原生文明的突破性发展。
其文明化途径以稻作农业为基石，通过文化碰撞催生
文明飞跃，以玉器为通神载体，将信仰转化为权力。在
发展方式上，下游文明更具主动性，大规模修造城池与
水利工程，通过治水强化指挥与管理能力；推行“造神
运动”，以玉器制造与使用确立礼制秩序；形成“定于一
尊”的权力结构，通过资源再分配控制周边区域，构建
了神权、军权、王权结合且以神权为主导的文明模式。
良渚文明虽有断裂，但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成
为文明演进的重要典范。

长江上游史前文明是次生文明，川东重庆地区与
成都平原的文化均以外来因素为主。成都平原最早的
桂圆桥文化源自黄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筑城技术则借
鉴自长江中游，文化与文明因素多为外来输入。这一区
域的神权与王权特征尚不明显，与三星堆文明形成鲜明
对比，凸显了文明交汇地带的独特性。

长江史前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深远贡献

长江流域史前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稻作农业的成熟确立了“南稻北粟”的农
业格局；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模式，延续至今
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从环壕聚落到城壕聚
落的演变，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引领了文明的发展
方向。

高庙文化—良渚文化—肖家屋脊文化掀起了史前
艺术浪潮，成为中华文明精神观念的源头；干栏式建
筑、丝绸、漆器、舟楫等发明创造，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
的物质宝库。

长江流域文明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使其成为中华
文明绵延不绝的活化石，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论断：“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
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
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在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的宏大进程中，
文化遗产保护始终是关乎历史传承的重要
课题。云阳张桓侯庙（俗称“张飞庙”）作为
三峡库区标志性文物古迹，因三峡水库175
米最高淹没线面临灭顶之灾，张飞庙易地
搬迁项目成为国家重大工程背景下文物保
护的关键实践。自 1993 年至 1999 年，历经
六年多的反复论证，先后开展了“原址靠
后”“迁入新城”“随城迁移至南岸”三种搬
迁方案的讨论，历经多方论证最终形成的

“随城迁移至南岸”的科学决策，不仅挽救
了一座千年古刹，更构建了文化遗产保护

“价值保护、多方协同、文化传承”的中国范
式，为同类工程提供了宝贵借鉴。

千年古刹的价值基底：
不可复制的文化坐标

云阳张桓侯庙坐落于重庆云阳县长江
南岸，紧临长江水道，与云阳老城隔江相
望，自古便有“巴蜀一胜景”的美誉。作为

“文藻胜地”，庙内珍藏木刻书画 281幅，其
中王羲之《兰亭序》摹本与颜真卿《争座位
帖》摹本书法木刻并称“双璧”，岳飞手书

《出师表》、黄庭坚《幽兰赋》、苏轼《赤壁赋》
等，构成了完整的古代书法艺术实物谱系。

在价值维度上，清华大学吕舟教授指
出，除了具有文物古迹普遍的历史、艺术
和科学三大价值之外，张飞庙特殊的历史
人文环境是其“文化价值”的核心：其
一，它是长江三国史迹文化链的关键节
点，与白帝城、石宝寨等景点串联，构成
三峡地区独有的三国文化景观带；其二，
它是三峡人文景观线的核心标识，“依山
而建、藤萝掩映”的建筑格局与长江水道
形成“山－水－庙”共生的生态景观，体
现古代“天人合一”的营造智慧；其三，
它是云阳民俗信仰的精神载体，当地百姓
亲切地称其为“张王庙”，“张王爷隔江守
望”“百姓隔江祭拜”的习俗延续千年，
每逢张飞生日的庙会活动、百姓过江祈福
活动至今传承，使庙宇深度融入地方生
活，成为三峡地域共同的精神纽带。

更为关键的是，张飞庙的文化价值与
长江水道、云阳县城三者形成不可分割的
空间关联。这种“庙临江、城相望”的格局历
经千年沉淀，成为其文化价值存续的物理
基础。根据《长江三峡库区云阳县淹没处
理及移民安置规划》，云阳老城将整体迁
移至上游 32公里处的双江镇（长江北岸），
张飞庙也位于淹没线以下，因此易地搬迁
成为唯一选择。但“如何搬迁、迁至何处”
的核心问题很快引发了关于保护理念的
深度探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优先保留
原址的地点真实性，还是延续文化价值？
这一命题贯穿了整个保护方案论证过程。

三种搬迁方案博弈：
数据支撑下的优劣权衡

随着云阳新城搬迁规划的确定，张飞
庙如何搬迁前后出现三种方案。各方围绕
工程可行性、文化价值延续性、投资成本
等维度，结合实地勘查数据与多方诉求
展开密集论证，每一种方案都呈现出鲜明
的优势与局限。

原址靠后方案：
原址真实性与文化割裂的两难抉择

“原址靠后”方案由吕舟教授于1993年
在《长江三峡淹没区文物保护论证——云
阳张桓侯庙的保护论证》中首次提出，核心
思路是将庙宇在原址淹没线以上的 180至
210米高程处，向后抬升 50米复建，保留其
在长江岸线的地理坐标。

该方案的核心优势集中在成本可控与
原址真实性两方面：搬迁距离最短，可节省
大量运输与工程费用，契合国务院三峡工
程建设委员会（简称“三建委”）《长江三峡
水利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移民任务和资金
包干”原则，投资成本低，成为工程建设方
的优选；保留了原古迹所在自然环境的真
实性，长江水利委员会在《张桓侯庙迁移保
护规划设计报告》中指出，该方案“尊重‘此
物在此地’的历史认同，符合文物古迹原址
保护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文物真实性”；
技术可行，经勘查原址靠后的位置无重大
地质缺陷，高边坡和库岸再造问题可通过
工程手段解决。

但是该方案一出台，就遭到云阳当地
百姓的反对。当地政府明确提出，张飞庙属
于云阳县城。响应国家移民规划，云阳县城
全部搬迁到上游 32公里的双江镇新址，张
飞庙也要和全县百姓一起移民到新址。

文物保护专家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也充
分理解，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张
飞庙作为故土记忆的象征，若不能随城搬
迁，将引发地方群众的广泛不满。因此，虽
然三峡投资方和文物保护专家都认可“原
址靠后”方案，但在最终结论中亦明确表示

“若各方面同意其他方案，不提异议”。

迁入新城方案：
规划刚性与环境适配的现实冲突

“迁入新城”方案源于《三峡移民安置
规划》中明确云阳县全县整体搬迁的刚性
要求，新址双井寨附近就预留了张飞庙规
划重建的用地，并与磐石城、双井寨等原古
迹共建成一个文化旅游景区，该方案最早

公布后，得到了重庆市移民局和云阳县政
府的支持。此方案的优势在于规划协同性：
契合国家移民安置的整体布局，方便群众
祭拜与日常管理；古迹集中可形成文化集
群效应，带动新云阳城的旅游经济发展。

但 1996年清华大学《四川省云阳县张
桓侯庙保护规划报告》与 1998年长江勘测
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实地勘查数据，彻底否
定了该方案的可行性：其一，选址环境不适
配。双井寨区域狭窄，背后无高耸山峰作为
衬托，与原有临江高挂的张飞庙风景大相径
庭，没了气势。其二，建筑形制无法还原。张
飞庙原位于长江南岸，坐南朝北，若迁至长
江北岸的新城，为保持大门朝西的方位不
变，将形成“镜像”的沿江立面，而古建筑解
体后无法按“镜像”复原，从古建筑构件材
料、原做法和工艺来看，不具备可操作性。

由于在长江北岸复建，无法满足张飞
庙“背山面水、再现原址环境”的选址原
则，且建筑朝向与格局真实性难以保障，
该方案最终被重庆移民局和云阳当地政
府否决，体现了建设规划服从“不改变文
物原状”的保护原则。

南岸随迁方案：
文化延续与环境复原的最优解

在两种方案受挫后，清华大学随后提
出的“随城迁移至长江南岸”第三方案逐渐
成为共识。该方案跳出“留原址”或“进新
城”的二元思维，核心是在新县城对面的长
江南岸勘察选址，与北岸云阳新城保持“隔
江相望”的历史空间格局，最大限度延续文
化价值。

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得到多重数据
与论证支撑：其一，空间关系延续。张飞庙
与云阳老城、长江水道形成的“庙临江、城
相望”格局已延续千年，清华大学 1996 年

《四川省云阳县张桓侯庙保护规划报告》明
确指出，该方案“基本出发点是保持这一历
史空间关系，虽失去原址真实性，但再现了
文物原有大的历史空间与环境特质”。其
二，专家们共识高度统一。陕西古建设计研
究所专家认为，张飞庙的价值集中在“蜀汉
历史见证、长江历史印记、建筑与环境融
合、民俗文化载体”四方面，南岸随迁方案
最能体现这些价值。其三，技术与实操可
行。该方案背靠一座大山，“能最大限度再
现原有历史环境特征，便于划定保护范围、
日常管理及长江三峡风景线布局”，并确定

“背山面水”的选址原则。其四，方案细节明
确。1997 年 12 月，清华大学规划组在长江
南岸的盘石镇确定新址，1999年编制《张飞
庙搬迁保护规划方案设计》明确张飞庙搬
迁工程的两大保护原则：古建筑本体工程

“原拆原建”，环境工程“再现历史环境”，确
保建筑形制与历史景观格局的完整性。

1999年，国家文物局以《关于对白鹤梁
题刻、石宝寨及张桓侯庙保护规划方案的
意见函》（文物保函〔1999〕160号）正式批准
该方案，历时6年的论证终获定论。

决策内核：
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时代突破

回顾三峡张飞庙搬迁的决策过程，本
质上是我国文物保护理念从跟随西方“物
质遗产保存”转向中国“价值传承保护”理
念探索的一次重大实践。这一决策不仅基

于翔实的实地勘查和各方面的专业论证，
更蕴含中国特有的文物保护的三重核心观
念，与当时流行的西方国际保护理念交融
共振。

价值引领：
文化价值成为决策核心标尺

决策过程中，各方逐渐形成共识：文化
遗产的保护不能仅停留在建筑本体，更要
守护其承载的历史文脉与情感联结。张飞
庙的突出价值并非古建筑本身的历史价
值，而是其在长江三国文化链、三峡人文景
观线、云阳民俗信仰中的核心地位。南岸随
迁方案之所以胜出，关键在于其最大限度
保留了“庙—城—江”三者历史空间及文化
关系，这与1994年 ICOMOS奈良会议拓展
的“真实性”理念高度契合——真实性不仅
包括物质层面的材料、工艺，更涵盖文化层
面的传统、习俗与情感。而这一具体实践比
2005 年 ICOMOS《西安宣言》首次明确文
物古迹“周边环境”具有保护意义早了 6年
之久，成为我国文物古迹“背景环境”保护
实践上的重要案例。

数据支撑：
科学论证奠定决策基础

三个方案论证过程始终以现场勘察为
基础，以科学数据为核心支撑：从原址山体
35度坡度选址、岩石风化程度相似等地质
数据，到新旧位置的游客量、门票收入等经
济数据，再到建筑朝向、古建修缮工艺、

“庙－江－城”空间格局关系等数据，为方
案优劣判断提供了量化依据。例如，通过对
比三种方案的工程成本、景观还原度、文化
价值等三方面指标，清晰论证了“南岸随迁
方案”的综合优势，避免了决策的主观臆
断，体现了文物保护的科学精神。

多方协同：
构建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

决策过程形成了“专家论证、政府决
策、群众参与”的协同模式：清华大学、陕西
古建设计研究所等专业机构提供学术与技
术支撑，重庆市移民局、国务院三建委统筹
政策与成本，云阳当地群众反馈情感诉求。
不同立场的充分兼顾，使决策既满足了工
程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又凸显了“文化价
值”核心驱动，本体“历史价值”真实保留，
这种多方协同的机制，确保了决策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

文物保护的中国实践与传承

如今，搬迁后的张飞庙依然矗立在长
江南岸，与云阳新城隔江相望，“巴蜀—胜
景”的风貌得以完整传承，庙内 281幅木刻
书画全部妥善保护，年游客量仍占据三峡
游总人次较高比例。

从张飞庙的易地搬迁，到应县木塔的
数字化保护、绍兴古城的智慧管控，我国文
化遗产保护理念正从“抢救性保护”向“预
防性保护”、从“物质保存”向“价值传承”、
从“单一保护”向“系统治理”不断进阶。张
飞庙的搬迁故事，不仅是一段文物迁徙的
纪实，更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生
动注脚——唯有坚守文脉根魂，兼顾科学精
神与人文关怀，才能让文化遗产在时代变
迁中永续传承，绽放出持久的魅力。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

大江万古流：长江流域史前
文明的演进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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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与中华文明展”展厅实景（朱宇/摄）

文脉守正 迁徙寻根
——三峡张飞庙搬迁方案论证与决策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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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选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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